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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变迁下媒介文化哲学思考

———马克思恩格斯技术文化的视角

刘卫东

摘　要：传媒技术变迁及其全球化表征，为解决不同国家社会经济差异提供了可能，并已经成为最大的

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新世纪加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重要途径。然而，在传播一体化的今天，伴随

传媒新技术变迁的深度融合，在促进本民族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传媒技术挟裹下的外来文化，很可能

对本民族文化产生异化影响而日益丧失其独立性。若放弃传媒技术迁移，又可能失去发展机遇。本文运用马

克思恩格斯的技术文化思想和 “技术———文化体系”理论，通过对传媒技术文化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分析，探

索上述传媒技术迁移所体现的深层文化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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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社会结构与世界市场的关系中对工业文明及其技术的全球性扩张，进行了
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市场的国际化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并指出：“大工业便把世界各国人民互
相联系起来，把所有地方性小市场联合成为一个世界市场，到处为文明和进步做好了准备，使各文
明国家里发生的一切必然影响到其余各国。”［１］（Ｐ６８０）作为全球化的技术推动力，传媒技术变迁及其全
球化表征，为解决不同国家社会经济差异提供了可能，并已经成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新
世纪加快缩短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的重要途径。但是，在传播一体化的今天，伴随传媒新技术变迁
的深入，在促进本民族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传媒技术裹挟下的外来文化，很可能对本民族文
化产生异化影响而日益丧失其独立性。而放弃传媒技术迁移，又可能失去发展机遇。这种现象反映
了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深层次的文化问题。
文化是人类在探索自然规律、适应社会规律以求生存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全部印记及其表征。

它包括有形的器物文化形态，也包括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制度规章等无形的精神创造。因而，
可以把广义的文化分为器物、观念、制度三个文化层次。如果将传媒技术作为一种技术—文化体系
考察［２］，可以发现，其自身既包含了有形的技术文化形态，如印刷术、无线电技术、网络技术；也
包括无形的传播理念和传播体制。因此，可以将媒介技术划分为传媒器物文化、传媒观念文化和传
播制度文化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构成了传媒技术文化体系的核心内涵。传媒技术文化是指由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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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关联的媒介文化形态构成的传媒技术系统。传媒技术在社会实际应用中表现出普适性与特殊性
两大特征。传媒技术文化也同样具有上述特征。传媒技术的普适性与特殊性分别是指，所有的传播
技术本质上都具有的共性和每一个传媒技术所具有的个性。传媒技术普适性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１）所有的传媒技术在器物文化层面上都具有效用即有用性，又具有正负效应及其中立的工具性特
征。传播技术可以为任何人所使用，在使用后果上具有 “双刃剑”的两种效应。（２）传媒技术的基
本原理及操作使用可以用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域，传媒技术设备的制造与操作规程具有普适性。例
如，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由美国数学家申农所创立的信息论通信模式，既可用于解释古代人类的信息传
播，也可以成为现代社会复杂的信息传播技术的基本原理。 （３）传媒技术规范可以改变人们的生
产、生活、思维和交流方式。例如，移动互联网技术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所有领域，
成为人类生存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新闻、电子邮件、远程教育、电子商务、电子政务、虚拟
现实空间及网络社区等，使人们的一切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传媒技术使人们思维方式的变化
最典型地体现在，它无限地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整个世界物质、能量、信息、事件及人类社
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普遍联系的实现，要求思维真正突破时间、空间、文化、民族等的界限，使
‘全球脑’、‘全球意识’、‘全球思维’成为可能。”［３］（Ｐ２７３）

传媒技术的特殊性具有的基本特征： （１）不同时代的人们根据不同的自然环境资源和社会需
求，创造出不同的传播技术。中国古代发明的造纸技术，既有以草木为原料的技术方式，也有用破
旧的布帛为原料的生产方式。而印刷技术在中国和西方更是产生了不同的发明和制造方法，其社会
文化需求的差异，使印刷技术出现了中西方不同的文化命运。中国元朝王桢发明泥质和木质活字印
刷技术。而欧洲的谷腾堡却使用铅字铸造字模。中国古代印刷技术发明早于西方近四百年，但社会
普及程度却远不及西方。谷腾堡的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发明后，仅仅五十余年，欧洲就出现了上千个
印刷所。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 “一本书的民族”，印刷 《圣经》的社会需求量，成为欧
洲印刷技术普及的主要社会动力。而在中国，书法不仅仅是信息传播的载体，作为一门艺术，书法
在科举考试中也是考官衡量考生学识、能力和才华的重要依据。（２）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传媒器物
文化以不同的意义。中国古代的邸报是当时人们传递信息的重要媒介。而在今天，收藏于英国伦敦
大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中国唐朝的进奏院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的报纸形
态，被现代人视为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３）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传媒技术、媒体管理方
法和管理制度。按不同的组织结构、功能体系和运行规则划分，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对传媒及其传
媒技术的管理有很大的差异。当今世界，有适应私有制社会形态的传媒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也有
适合于公有制社会形态的媒介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还有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其他管理组织和模式
（如各种不同类型的媒介行业组织、行业自治管理体制、政党和政府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等）。（４）
社会不同阶层和类型的人们对传媒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评价标准。例如，在网络传播主体中，网民
注重传播技术的宽带和网速带给自己的实际效用；而网络管理者和网络技术专家则更关注如何解决
网络信息管理的社会效益与积极效果问题；网络经营商则侧重于其经济收益。从对传媒技术的评价
看，法兰克福学派对传播技术的工具理性忧心忡忡，与技术决定论者乐观地展望传播技术进步给人
类带来的福祉形成鲜明的对比。
由此可见，传媒技术在其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层次上都具有普适性又具有特殊性，是普适性

与特殊性二者的矛盾统一体，正如马克思所言：“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
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１］（Ｐ６０５）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则与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有
普遍性，二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的基本原理相适应。传媒技术的普适性既与其本质
有关，也和其传媒技术使用者对它的普遍认同有关。传媒技术的特殊性则和其所处时代、所在地区
的 “特定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背景对它的自然选择、文化选择有关。例如，数字式照相技术更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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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于常温地区使用，而在摄氏零下３０度的条件下，数字式照相技术就无法启动。
由此，得出结论一：传媒技术在本质上具有普适性，在形式上具有特殊性。前者是基础，是潜

在的，它使传媒技术迁移成为可能；后者是前者的表现形式，是显在的，它影响传媒技术迁移的方
向和效果。

二

从狭义上讲，文化的普适性源于人类的共同特征。以传播艺术和传播科学为例，产生于西方古
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的演讲术，揭示的口语表达 （传播）的艺术，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价值。而
生活在春秋时代的东方智者孔子对人与人的交往 （传播）规律，也与古希腊的亚翁有着惊人的相
似。诞生于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美国的传播学，不仅在西方迅速传播、发展，在中国和东方各国也
展示了它强劲的科学影响力和学术生命力。即使受到不同民族文化思想影响，人们在传播科学研究
理念及其方法、科学价值观和科学制度方面，也存在共识。在技术文化系统看来，广义文化，即由
器物、观念和制度三个层次所组成的文化，都具有普适的效用性和审美价值。任何传播器物文化均
具有实用价值和自身的审美意义。任何传播观念文化和传播制度文化的普适性，也表现了符合某一
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传播秩序和规范的共同追求，即所谓 “文化共性”。例如，任何人都离不开传
播和交往而离群索居，都有 “交际天性和远方崇拜”心理。同时，“任何文化在系统结构上都是由
信息源 （文化环境）输入 （出）、信息通道和控制中心等因素组成。在功能上，都依靠组织、制度
和管理政策来实施，在发展过程中，它都遵循着酝酿、孕育的由 ‘潜态’到 ‘显态’的发展规律，
都普遍存在着矛盾性”［４］。在传媒技术领域，这种 “文化悖论”，表现在为了追求传播行为的 “生态
平衡”，使媒介发展与社会进步协调有序，人类在一定的传播观念的指导下，创造了各种传播制度，
它既规范了人们的传播行为，协调了人际关系，却又使人们受控于传播制度规范的约束。
同样，文化的特殊性也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虽然人们掌握着相同的传播技术，但在传播理念、

传播制度、传播意识形态等方面则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即便是同一种传播行为，中国明代郑和七下
西洋的航海壮举，和西方哥伦布等人的 “地理大发现”，在探索动机、航海技术、地理资料积累和
对未来科学的贡献方面，都有着较大的差异［５］。传播科学在不同国度和民族中的不同命运，对其特
点、规律和技术的不同运用，以及中西方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等都表明，传播学研究也是具有其特
殊性的；此外，虽然从民族信仰上讲，宗教文化具有普适性 （即都是一种信仰和价值观），但不同
的宗教文化又各自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甚至不同宗教的信徒之间因此而发生摩擦和冲突。文化的
特殊性来源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的自然选择、社会选择的作用，关于前者，马克思曾有论
述：“土壤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社会方
式趋于多样化”［４］；文化人类学家施本格勒更有极端性的论述。他认为，自然环境制约着文化主题
的心理意识、价值取向、行为及生活方式，决定着文化的发展的方向、模式和进程，成为规定文化
形成与发展的一种 “外成规则”。此外，地理隔离也是形成文化特殊性的原因之一；关于后者，以
人种隔离为基础的社会隔离 （如语言、社会制度、战争等）和心理隔离 （如民族、性格、思维及生
活方式等）使文化具有特殊性。此外，文化的特殊性还表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例如，西方文化
在希腊时期 （以科学艺术为主）、罗马时期 （以法律政治为主）、中世纪时期 （以基督教文化为主）
以及近代 （以科技和经济为主）等不同时期各有其特殊性；不同国家或地区都各有不同的社会制
度、企业组织及管理制度、文化发展模式、民族性及价值观、哲学、宗教等。这里不再赘述。文化
的普适性与特殊性是相互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文化的普适性也具有时代性，如封建文化在整
个封建社会虽然具有超时代的普适性，但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它又具有时代的特殊性和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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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如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圈中虽然具有超区域的普适性，但相对于印度和西洋文化圈来说，它又
具有区域特殊性）。同样，文化的特殊性也具有超时代和超区域的普适性，因为在每个国家或民族
的文化中，都具有不以时代和区域的不同而变化的，而以纯粹的文化共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也正
因如此，传播学虽缘于西方和美国，但它却能被传播到中国、日本等东方各国。
由此得出结论二：上述可见，文化在本质上具有普适性，是潜在的；文化在形式上具有特殊性

（如先进和落后等），是显在的。前者是文化传播的基础，后者决定着文化传播的方向和效果。

三

前面考查了传媒技术和文化的普适性与特殊性。这里来分析 “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与
特殊性问题。“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是指，所有的 “传播技术文化”系统都具有的共性或
相通性，其特殊性是指每个 “传播技术文化”系统所具有的个性或相对独立性。它主要取决于上述
传播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与特殊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一个 “传媒技术文化”系统而言，传媒技
术的普适性与文化的普适性相协调，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表现出普适性，成为传媒技术迁移的基
础；传媒技术的特殊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相协调，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又表现出特殊性，成为导致文
化摩擦的重要原因，也决定着传媒技术迁移的方向；传媒技术、文化的普适性与传媒技术、文化的
特殊性相矛盾，又使得该系统在整体上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特殊性。即是说，当该系统与其他系统
发生交流时，它表现出潜在的普适性 （相互交流的可能性）和显在的特殊性 （相对独立的现实性）。
就两个相互交流 （通过技术转移）的 “传媒技术文化”系统而言 （现以Ａ、Ｂ两个系统，并假设Ａ
向Ｂ转移为例），它们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将发生如下变化：一方面，在技术、文化普适性的作用下，

Ａ系统中的传媒技术器物被率先转移到Ｂ系统中，并与该系统中的文化方向并存。例如，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封闭的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西方国家先进的传播技术 （传媒器物文化）大量
引进国内。然而，当Ａ系统中的传媒技术文化制度及其媒介承载的意识形态被转移到Ｂ系统中时，
由于西方国家媒介文化受本体系统中的文化特殊性的影响，其传媒技术文化也具有特殊性，因此，
它们便与Ｂ系统中的传媒技术管理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相矛盾，促使Ｂ系统发生传媒技术
和传媒文化变革。如果变革成功，那么，Ｂ系统中的传媒技术、传媒文化就将变成与 Ａ系统中的
传媒技术、传媒文化相近的性质，即促使Ｂ系统由原来与 Ａ系统相对的特殊性转变为与之相通的
普适性，即普适性由 “潜态”变成 “显态”，特殊性由 “显态”变成 “潜态”。正如马克思所言：
“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改变，人们改变自
己的一切社会关系。”［６］（Ｐ５９１）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变革 （迁移）的成功主要表现在传媒器物文化层
面。正如Ｄ．波普尔所言： “所有社会都将通过现代化过程变得越来越相似”［７］（Ｐ１１４－１１５，６３７）。例如，
中国大陆的新闻改革始于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期，西方先进的传播技术引进大陆传媒业界，较早的是
平面媒体的胶版印刷技术。当时的 《人民日报》、《中国日报》等均采用进口的印刷设备，甚至印刷
的油墨也是和设备配套引进。其后，较大规模引进的是黑白和彩色电视接收机生产线和发射、播出
设备。８０年代中期盒式录音设备和录像设备大量引进。９０年代初，摄像机微型化，并逐步推广。

９０年代末到新世纪初，网络技术快速发展。伴随着卫星通信、数字通信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多
功能媒体和全功能媒体 （即光电脑控媒）也逐步进入家庭。传媒器物文化的迁移过程几乎是无障碍
的态势。伴随传媒技术迁移，以及大陆各行各业技术文化的迁移，使得中国步入了现代化建设的快
车道。从国外情况看，古代日本因一直转移中国的 “技术文化”而表现出东方技术、文化的特点。
但是，到了近代，日本转而引进西洋的 “技术文化”。起初，日本积极地转移西洋的技术器物，但
是，当转移西洋的技术制度及其意识形态时，双方因受各自的特殊性作用而发生了矛盾。结果，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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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实施明治维新这场文化变革，使得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东方 “技术文化”，接受了西
洋近代 “技术文化”，开始了近代化［４］。另一方面，Ｂ系统根据本系统特殊性的要求，对Ａ系统的
传媒技术 （器物）文化、传媒技术制度文化及其意识形态进行创新，使之民族化。其结果，使得Ａ
系统中的传媒技术、媒介文化和Ｂ系统接近或相统一，促使Ｂ系统又从原来与Ａ系统相通的普适
性转化为与之相对独立的特殊性 （普适性由 “显态”变成 “潜态”，特殊性由 “潜态”变成 “显
态”）。例如，中国４０年的改革开放，传媒技术 （器物）的引进已经使中国大陆新闻与大众传播业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目前从媒介拥有量来看，已经是世界第一。在传媒技术引进的推动下，为适应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需要，大陆新闻传媒机构和从业人员观念也发生了极
大的变化。从传播理论和传播观念的变化来看，人们对新闻和大众传播社会功能的认识已逐步趋于
科学化：不仅报纸是一种特殊商品，新闻信息也具有商品属性，报社、电台 （电视台）、通讯社也
具有产业的性质的观念，已经走出新闻与传播学术研究的狭小天地，逐步被新闻界同仁所认同；中
国的报业结构已从单一的各级党委机关报，改变成为以党委机关报为主，各类经济、文化、科技、
教育、生活、艺术、体育等专业报纸并存的多元化格局；电台、电视台也从国家经营、统一管理中
解脱出来，出现了国家电台与民营电台并存的竞争局面；新闻与大众媒介正由意识形态的一个部门
向既是意识形态领域的 “软实力”、又是经济建设中一支有着强大潜力的产业机构转化；新闻传播
的内容、媒介自身结构、经营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也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中国大陆新闻与大
众传播业已完成了传媒技术 （器物）的变迁。虽然大规模地引进国外的传媒技术设备，但并未机械
照搬，而是通过 “创造性模仿”实现了传播技术的现代化更新与改造。在传媒观念更新和体制改革
方面，已经闯出一条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价值体系的经验之路。从１９９６年广州
日报报业集团成立，到２０１６年为止，中国大陆的各种媒介集团已有近百家，广播电视电影集团３０
余家［８］。尽管中国大陆传媒业在传播技术、观念、制度等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制
约其全面、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比如，目前，传播体制滞后仍然是制约中国大陆媒介融合和
产业运营的主要障碍。传媒体制改革既具有其他方面改革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但更具有其自身的复杂
性和特殊性，事关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事关国家利益和文化安全。体制相对滞后的主要表现是：传
媒公共服务体制进入转型期，而传媒自身的角色未能同步变革。一是责任主体不明，如广播电视公
共服务虽然列入社会服务目标，但现行服务体制并未赋予其作为责任主体相应的责任、义务、权利
和资源。二是市场机制缺位，投资主体单一。三是事业主体与市场运营主体混合，导致传媒公共服
务主体与市场运营主体一身二任，不同程度地发生冲突。总之，当前，中国大陆传媒业改革已经从
传媒技术文化层面向制度和体制层面的深层次推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传媒技术文化的普适
性特征将由 “显态”转化为 “隐态”，具有中国特征的传媒技术文化特殊性，将由 “隐态”转化为
“显态”形式。此外，从国外情况看，近代日本经过明治维新的文化变革，虽然大规模地引进西洋
“技术文化”，但未机械地照搬照抄，而是根据本地区和本民族特殊性要求，经过创新，使之民族
化，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 “技术文化”［４］。
由此得出结论三：

１．上述过程是在传媒技术转移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两个阶段，即传媒技术 （器物）文化迁移在
先 （即超前迁移），传媒制度文化及其意识形态迁移在后 （即滞后迁移）。

２．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如果Ａ、Ｂ两个系统的迁移是单向转移 （如上所述），那么，受方
系统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发生显著变化；如果Ａ、Ｂ两个系统的迁移是双向迁移，那么，这两个系统
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均发生变化。

３．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传媒技术文化”系统在普适性与特殊性上所发生的变化，是通过
实施文化变革和技术民族化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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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传媒技术迁移过程中，“传媒技术文化”系统在普适性和特殊性上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既
有普适性又有特殊性，是亦此亦彼，而不是非此即彼。因此，不能盲目地夸大一方而忽视另一方。

５．在传媒器物层面上进行传播技术迁移时，“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普适性 （呈显态性）大于
特殊性 （呈潜态性），开放性大于封闭性。但在传媒制度层面尤其在观念层面上进行传播技术迁移
时，“传媒技术文化”系统的特殊性 （呈显态性）大于普适性 （呈潜态性），封闭性大于开放性。

四

马克思在论述社会结构及其历史变迁的时候，特别重视经济规律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中所起的
作用。他说：“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和消费形式。
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
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１０］（Ｐ４２－４３）同时，这种社会制度形式及其组织，由于其自身的
政治权力，“在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为主人以后，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它按照合
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
发展加快速度。或者它违反经济发展而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
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１１］（Ｐ１９０）。在传媒技术迁移中，接受方系统虽然受自身普适性的影响积极
吸收对方系统的传媒技术和文化，但因其又受自身特殊性的影响而不会一味地全盘引进。即使在本
系统中实施文化变革，也不会最终被对方系统所同化。因为接受方系统会根据本系统特殊性的要
求，对对方系统中的传媒技术、媒介文化实施民族同化，使之符合本系统的要求，最终成为本系统
中的一部分。正因如此，发展中国家在进行传媒技术转移时，既不会导致本民族或国家传统文化的
崩溃，丧失独立性 （这是由系统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不可能只吸收外来传媒技术而拒斥其文化
（这是由其系统的普适性决定的），而是既要积极地实施文化变革促进传媒技术的 “健康”迁移，又
要实施传媒技术文化的民族化过程，以保持自身的特色或相对独立性。“传媒技术—文化”的特殊
性决定了传媒技术迁移必然导致文化摩擦，但不会最终导致文化异化。这是因为，在传媒技术迁移
过程中，接受方虽然通过实施文化变革，接受授方某些文化体制和观念，并改进自身的文化，但这
充其量只能变革自身的文化观念，决不会完全根除自己的传统文化精神和核心价值体系。更何况，
“暴力 （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９］（Ｐ６００－６０１）那些曾经作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虽然被
迫实施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但并没有在观念层面上全面接受西方文化，依然保持本民族的宗教信仰
和生活方式就是一个例子。中国改革开放所走过的传媒技术文化迁移之路表明，当代中国并没有由
于外来文化观念的进入而产生传统文化的衰弱，相反，正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人民在共产党
领导下，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文化，使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找到了其走向世界的路径，以自身独特的 “软实力”，在西方国家文化中发
挥着补偏救弊的作用。因此，应当防止片面强调 “传媒技术—文化”的普适性而忽视了其特殊性，
处理好两者的辩证关系，消除对外来文化的恐惧和排斥心理，从而促进传媒技术迁移与实施。另一
方面，如果传授方企图凭借武力来达到使接受方文化异化的目的，则更是一种愚蠢的野蛮行为，如
某些奉行单边主义的国家，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武力征服，非但达不到目的，
最终导致全面失败。总之，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文化哲学视角看，传媒技术迁移决不会产生文化
全盘异化，这是由 “传媒技术—文化”体系的特殊性决定的。文化异化消除了文化的多样性，而文
化的多样性是技术发展的源泉，也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技术—文化”的普适性和特殊性关系理论，
要求迁移者既要通过促进传媒技术迁移，实施文化变革，实现文化的一体化交流，实现世界各民族
“传媒技术—文化”的共同发展；又要通过实施传媒技术民族化过程，保持本民族文化的相对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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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从而达到文化的一体化传播和多样化的交流，使每一个民族文化既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也要具
有全球化的共享魅力，达到东西方文化的互补与融合。当代中国为世界体系治理提出的 “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和方案，再一次证明了 “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全球文化多元共赢的美好愿景。

参考文献

［１］［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张明国．“技术—文化”论［Ｊ］．自然辩证法研究，１９９９（６）．
［３］常晋芳．网络哲学引论［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
［４］张明国．论“技术—文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Ｊ］．人大复印资料·科学技术哲学，２０００（７）．
［５］夏劲，陈茜．中西两种科学文化背景下的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之比较［Ｊ］．自然辩证法通讯，２００６（４）．
［６］［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７］［美］Ｄ·波普诺．社会学（下）［Ｍ］．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
［８］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改革研究中心．２００６年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６．

［９］［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１０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１０］［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９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Ｏｎ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ｏｆ　Ｍａｒｘ　ａｎｄ　Ｅｎｇｅｌｓ

ＬＩＵ　Ｗｅｉ－ｄｏ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ａｌｓｏ　ｂｅｅ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ｏ　ｃａｔｃｈ　ｕｐ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
ｒｙ　ｆａｓｔｅｒ．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ｂｏｕ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ｗｉｌｌ　ｐｒｏｂａｂｌｙ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ｉｔ　ｌｏｓ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ｗｈｉｌ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ｓ　ａ　ｖｅｒｙ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ｅ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ｍｅｎｔｉｏｎｅｄ　ａｂｏｖ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ｅｒ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ｅ－ｏｒ－ｆａｌｓ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ｉｎ　ｔｈａ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ｓｓｉｍｉｌａｔｉｏｎ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ｔｕｄｙ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ｅｄ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ｉｔ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责任编辑　刘传红）

—３４１—

刘卫东：技术变迁下媒介文化哲学思考———马克思恩格斯技术文化的视角


